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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 勇

公元 1644年的甲申之年，是中国

历史上时局最动荡、政权更迭最频

繁、政局最复杂的年份之一。这一年

共出现了五个政权组织，包括崇祯的

明政权、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张献忠

的大西政权、顺治的清政权和南明弘

光政权，在北京称帝的就有三个。其

中，明政权弊病丛生，积重难返，被

取代实属必然；清政权最终把握住机

遇，建立了统一国家。而先于清军进

入北京的李自成却迅速败亡，看似众

望所归，却在短短 100 多天里上演了

从“势如破竹”到“兵败如山”的大

逆转，在北京42天后就仓皇撤离，这

其中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明朝灭亡的历史大势

崇祯十七年 （1644 年） 大年初

一，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

年号永昌。正月初八，他率大顺军兵

发北京，对明王朝发起总攻。二月，

大军渡过黄河后，由李自成亲率主力

军，经太原、大同、宣府、居庸关，

剑指北京城。另一路大军则由大将刘

宗敏率领，沿黄河北岸挺进，经怀

庆、潞安、大名、邯郸、保定，与主

力军形成包围之势。大顺军所到之

处，宣传“除暴安良”“蠲租免税”，

明朝的官员士绅闻风而降。三月十五

日，李自成的大军已抵达北京郊区的

居庸关。大顺军这一路，除了在山西

的宁武关受到明总兵周遇吉的抵抗

外，其余各地均望风而降，像明朝九

边重镇之一大同镇的总兵姜瓖便是开

城请降的，宣府总兵王承胤早早就派

人到大同递上投降书，也难怪时任宣

大总督王继谟万分感慨地说：“看此

时候，无一兵一将一民不反面向贼。”

王继谟是当事人，他亲身经历了

那个时代，大明臣民集体倒戈，说明

崇祯皇帝和他的明王朝已经众叛亲

离，这也恰恰说明李自成进军北京势

如破竹的背后，是明朝灭亡的必然。

明朝末年所面临的矛盾过于复杂。在

政治上，国家机构失效，运转难以为

继，停摆只是时间问题。在经济上，

明末土地高度集中，严重破坏了国家

存在的经济基础，不仅带来财政困

难，也影响到了社会的安定。在军事

上，明末军制败坏，军队战斗力下

降，加之连年用兵，军费不足，士兵

大量逃亡，兵变时有发生，崇祯七年

（1634 年），陕西巡抚吴甡曾说，“晋

中流贼，强半边兵”。在外部环境

上，明末自然灾害连年发生，疾病流

行，人口锐减，国家救济不力，大量

饥民无法生活，也只能铤而走险。

晚明的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关

外的后金 （清） 和关内的农民军交替

向明朝的统治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冲

击。崇祯帝内外交困，疲于应对，对

策又一错再错。李自成进军北京能一

路畅通，从一个侧面表明，明朝灭亡

实属必然，“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

内，而明之亡也决矣”。

四十二天大考不及格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所率主力进

抵北京城下，崇祯帝在紫禁城神武门

外的煤山上吊自杀。十九日，李自成

和他的大顺军进入北京内城，天下易

主，新生的大顺政权取代了已存在

277 年的朱明王朝。进入北京城的李

自成以胜利者和新天子的姿态开始了

权力接管，然而，他在北京城仅仅待

了短短的42天，便不得不撤离。这42

天，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呢？如果说他

进入北京是一场新的考试，他到底是

如何作答的呢？

李自成在北京期间做了大量的工

作，主要内容包括稳定京城的社会秩

序，如严禁进城的军兵骚扰百姓，惩

治违法乱纪行为；清理明朝在京官员

达二三千人之多，甄别后再做处理；

清点明朝国库仓储，没收皇族宗亲的

财产，对官僚进行追赃助饷；向京外

派驻官员和军队，接管地方，并为南

下征战做准备；问民疾苦，开始着手

解决土地等民生问题；准备即位典

礼，制定典制和礼仪等等，工作量不

可谓不大。

李自成在北京做的这些事情重要

吗？当然重要。初进北京城，必须稳

定城内的局势，尽快恢复百姓的正常

生活，所以要严明军纪，秉公执法；

清算明朝皇亲国戚和旧的官绅贵族，

也很有必要，他们是被革命的对象，

清算也可以巩固革命的胜利果实；追

赃助饷既是对明王朝贪官污吏的打

击，也是为了保证新生政权的财政供

应。至于外派文武官员、准备南下战

争，更显示出大顺政权接管全国的决

心和信心。

然而，这些事情却并非都是当时

最急迫之大事。李自成进驻北京，崇

祯皇帝已死，大顺政权面临的主要矛

盾和主要任务已经发生了转变。因

为，此时的李自成实际上控制了长江

以北传统中国的主要区域，从他进军

北京的摧枯拉朽之势看，他已被视为

新的“真命天子”，明朝留下来的政

治遗产将是他统一中国的重要资本。

李自成的首要政治任务，是控制北京

的政局，让国家机器运转起来，稳定

社会秩序；首要的军事任务，则是防

范关外敌对的清军。但李自成未能认

清时局，分不清轻重缓急，对明朝旧

官僚贵族不能有效地拉拢利用，为自

己所用。对关外的局势，他更是估计

不足、缺乏必要的警惕，未做必要的

军事部署。在 1644 年的大变革之际，

李自成坐失稳定和控制全国的最佳时

机，42天的大考，显然是不及格的。

胸无大格局

李自成在北京期间未能明察天下

大势，没有大格局，也注定了他难有

大作为。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清

军入关前后多尔衮的所作所为，来对

比分析李自成的重大失误。

李自成推翻明朝后，以为天下已

归自己所有，对天下大势缺乏清晰的

判断。他的第一大错误判断是关外的

形势。李自成竟然对山海关外存在多

年的清军势力疏于防范，不派遣重兵

防守，显然他对关外的形势相当无

知。多尔衮则不然，在李自成向明朝

发动总攻之时，清廷就曾派人与大顺

联络，“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希望

与农民军联手灭明，企望分割胜利果

实。同时，多尔衮和他的谋臣范文程

等紧急分析关内外的形势，在他们看

来，明朝灭亡已是大势所趋，清朝最

主要的对手就是农民军：“明之受病

种种，已不可治”“我国虽与明争天

下，实与流寇角也”。清军一直在关

外观察时局，密切关注山海关的动

静，视盘踞在山海关的吴三桂为决胜

的筹码。对吴三桂与清军联手之事，

大顺军竟浑然不知。清、顺双方对当

时天下格局的把握，让李自成和多尔

衮的水平高低立判。

李自成在北京期间的第二大错误

判断是国内的政治形势。在北京，李

自成以革命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他始

终保持农民的革命本色，对包括崇祯

帝在内的明朝统治阶级采取严厉的打

击和镇压措施，本来明朝官僚大多希

望为新朝效命，但大顺政权对他们登

记的目的主要是追赃逼饷，对三品以

上者不予录用且关押到军营，四品以

下录用的少数人也要捐银助饷，此举

把明朝官员推到了对立面。反观多尔

衮，进入北京后他就高调宣布为崇祯

帝复仇、“吊民伐罪”，凡明朝原官员

只要归降，录用照旧，品级照旧。多

尔衮充分认识到明朝官员在此动荡之

际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所以先

利用再管束，此举在政治上也孤立了

李自成。所以，李自成大军撤出京城

之后的三个月内，原来早已归降的华

北地区出现了70余次叛乱事件，大都

是官绅地主捕捉了大顺地方官，静观

其变。大顺军除了要对付清军的穷追

猛打，还受到各处地方武装力量的打

击与骚扰。从年初各地的闻风而降、

夹道欢迎，到年中各地的反叛浪潮，

反差真是太大了。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短短

的42天里，李自成的大顺军经历了极

盛到大败，一支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的队伍，在历史变革时代充满偶然与

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因为领导阶层

的决策错误，没有能在夺取政权之后

及时调整战备策略，对天下大势作出

错误的判断，导致革命事业的最终失

败，这是值得后人警醒的。

面对公与私的问题，如果说亲

戚、僚属、身边人是第一道坎，那

么第二道坎就是自己。

俗话说，人有七情六欲。尘世

间，少不得会有冤家、仇敌。一旦

冤家路窄，难免都会怀有“君子报

仇，十年不晚”的想法。更何况那

些心胸狭窄之人，逮着机会，非睚

眦必报不可。不过，历史上那些雄

主贤臣，却以其言其行，向后人证

实了什么是胸怀与肚量。

人主的格局决定事业大小

比如曹操之待陈琳。陈琳是

“建安七子”之一，才华出众，曾

依附于袁绍。官渡之战前，袁绍让

陈琳写讨伐曹操的檄文，这就是著

名的 《为袁绍檄豫州文》。这一历

史名篇，在当时也是声威赫赫，可

以说袁绍在舆论战上，因陈琳一人

而完胜。

当时，曹操正在发头风病，病

卧在床览读檄文，竟然惊出一身冷

汗，把病都吓没了。可见其文之犀

利尖刻，句句戳在曹操心上。这篇

檄文历数曹操的罪恶，并问候了曹

家祖先，所谓“极其丑诋”。可以

想见曹操之恨，非同一般。

只是袁绍本庸主一枚，光靠舆

论战是打不赢战争的。官渡一战，

曹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陈琳只

好投降曹操。然而，曹操对陈琳没

有痛斥，似乎只有愤愤不平的责

问，听来让人忍俊不禁：你以前为

袁绍写那个檄文，骂我就行了，为

什么要往上攻击到我的父亲、祖父

呢？陈琳谢罪说：“矢在弦上，不

得不发。”曹操爱其才，赦免了

他，派他与陈留人阮瑀一同担任主

管撰写奏章的记室。

被人问候了自己的祖先，其虽

有恨，却爱其才而不计之，足见曹

操之胸襟。在用人的问题上，如果

因为某人与自己有私仇而不用，甚

至借机报仇，又岂是干大事的节奏？

与曹操相比，唐高祖李渊就要

逊色不少。当年，他差点就因为私

怨杀了大唐一代名将李靖。据《旧

唐书》记载，当时，李靖曾在李渊

帐下与突厥作战，却发现李渊在暗

中招兵买马，以图天下。此时，李

靖忠于隋朝，发现这一动机后，便

把自己伪装成囚徒，前往江都 （即

扬州） 准备报告隋炀帝。但到了长

安就“道塞不通而止”。

李渊攻下长安，便抓住了李

靖，想要杀了他。李靖大呼说：

“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

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

这话问得响当当，以私怨斩壮士，

以私仇杀贤能，怎么能成大事、得

天下？最后还是李世民替他再三求

情，李渊才放了李靖，李世民就把

他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

到了后来，李靖平定突厥，生

擒颉利可汗，建立大唐的一大奇

功。此时身为太上皇的李渊感叹

道：当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

在白登城却不能报仇，现在我的儿

子一举剿灭突厥，“吾托付得人，

复何忧哉”！倘若当年李渊因私怨

而 执 意 杀 了 李 靖 ， 何 来 这 样 的

奇功？

李渊与曹操，差别就在胸襟肚

量。李渊把私仇私怨看得较重，曹

操则看得云淡风轻。格局不同，结

局自会不同。

贤臣的胸襟关乎事业成败

在面对个人私怨与用人公事问

题上，历史上的雄主若此，那些贤

臣也不逊色。

比如，三国时期的吴国将领陆

逊和蒋钦。

陆逊堪称东吴的社稷之臣，败

关羽、破刘备的，就是此公。当

时，陆逊向孙权建议，挑选山贼中

的精锐以扩充军队，即“可大部

伍，取其精锐”，孙权采纳了他的

建议，任命他为帐下右部督。正好

叛贼首领费栈被曹操策反，煽动山

贼作乱，陆逊奉命讨伐，迅速将山

贼击败。陆逊却趁机强征当地百姓

参军，老弱的也要充当后备军。陆

逊在得了数万军兵后，便“宿恶荡

除，所过肃清”，胜利返回芜湖。

这时，会稽太守淳于式就上表

说陆逊“枉取民人，愁扰所在”，

这应该不算诬告，毕竟陆逊趁机扩

大了征兵范围。陆逊回到芜湖后，

却说淳于式是个好官员。孙权就不

解了，问陆逊道：淳于式告发你，

你却推荐他，为什么呢？陆逊说：

淳于式的本意，乃是使百姓能够休

养生息，所以告发我。如果我再诋

毁他，就会扰乱您的视听，此风不

可长。孙权听了就很赞叹说，这的

确是谨慎敦厚的长者处事的方法，

我看其他人很难做到。

你在领导面前说我坏话，我也

在领导面前说你坏话，很多人的

“梁子”就这么结下了。陆逊则有

非一般人的见识，结果当然也非一

般人所能想到。有的人因此评价说

陆逊这样做，其实很精明圆滑，但

从做人的角度讲，陆逊很宽厚；从

做官的角度看，陆逊也很公道。不

挟私恨而蔽贤能，正是贤者之德，

又岂是一般论者所能体察？

蒋钦是孙权的右护军。当时的

芜湖令徐盛，收捕并斩首了蒋钦的

一名手下。后来，曹操攻打濡须

时，蒋钦和吕蒙统领军务，徐盛就

时常怕蒋钦“因事害己”，给自己

穿小鞋，但蒋钦却总说他好。孙权

就问为什么，蒋钦说了一段话：

“臣闻公举不挟私怨，盛 （徐盛）

忠而勤强，有胆略器用，好万人督

也。今大事未定，臣当助国求才，

岂敢挟私恨以蔽贤乎！”于情于理

说得极是透彻。

“公举不挟私怨”“岂敢挟私恨

以蔽贤”，今天听来仍令人感喟。

说到底，还是心里把公与私的问题

分得很清，始终以公为大、私为

小，认为以私废公、公报私仇是

大恶。

历史上，这样的开明贤臣还有

很多。比如萧何与曹参。这两个

人，当初做小吏时，还是好朋友。

但在后来为相为将，关系反而不

好。到了萧何病重时，孝惠帝就来

问他的口风：“君即百岁后，谁可

代君者？”萧何却说：“知臣莫如

主。”孝惠帝只好问：“曹参何如？”

萧何说：“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史书上这简单的几句对白，意

味深长。毕竟刘邦临终前，吕后就

问过他：“陛下百岁之后，萧相国

既死，令谁代之？”刘邦就交代

过：“曹参可。”孝惠帝这一问，有

尊重萧何的意思，也或有知道萧何

与曹参关系不好的成分。而萧何的

回答，也很有趣，这里就不详细分

析了。但萧何这一句对孝惠帝用曹

参的评价，却是很见其胸襟。而在

曹参为相之后，同样也不计较于个

人恩怨，没有另搞一套、另起炉

灶，把萧何的那一套推倒重来，而

是“一张蓝图绘到底”，“萧规曹

随”的典故正出于此。

想来，那些胸怀天下、谋深虑

远的人，往往不会为私人恩怨所

蔽。也正因此，他们才能立其功

业，成其贤名。相反，只有那些目

光短浅、胸无大志的人，才把私人

恩怨看得很重，当然，也就干不成

什么事。

—
—

公
与
私
的
历
史
镜
鉴
（
二
）

从 势 如 破 竹 到 兵 败 如 山 倒
—— 看 李 自 成 在 北 京 的 42 天

□ 张晋藩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基本任务就是

整肃百僚、纠正官邪、弹劾非违、维

持纲纪，以确保官僚队伍的基本素

质，通过“彰善瘅恶，激浊扬清”，

充分实现国家的职能。监察制度对于

古代政治权力乃至最高权力的运行，

发挥了积极的规范和防范作用。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产生于中华民

族文化土壤上，是土生土长的，其发

展历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

创造力。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不仅注重

监察体制的完善，而且致力于监察法

的制定，以保证监察效能的发挥。监

察网络对中央和地方实行全覆盖，整

个官僚制度都被纳入监察网络之中。

由于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包括行政监

察、立法监察、人事监察、司法监

察、经济监察、军事监察、仪制监

察、文教监察等许多方面，从而决定

了监察法所涉及的内容是广泛的，形

式是多样的，制约机制的特殊作用是

突出的。作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监察

法体系，不仅具体反映了中国古代本

土法文化的鲜明色彩，而且在世界监

察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凸显

中华法系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其漫长的发

展过程中，基于社会历史条件的不

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与时代

的特点，但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战国时期，在官僚制度取代世卿

制度以后，以及在法家“明主治吏不

治民”的思想影响下，对官吏的监督

和惩治已经成为当时制度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国王发布的诰、命、训、

誓等成为监察法的渊源，有些诸侯国

也制定了成文的监察法。如，齐威王

任用邹忌为相制定了 《七法》 以督奸

吏。魏国李悝在 《法经·杂律》 中列

举的假借不廉以及丞相、将军贪污

——受金的制裁，为惩治官吏的违法

行为提供了依据。特别是 1975年《云

梦秦简》 的出土为秦监察法的发展状

况提供了物证。如 《秦简·尉杂》 规

定：“岁雠辟律于御史”，史书中也有

“始皇三十四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

长城及南越地”的记载，反映了秦司

法监察的施行状况。

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中央设立

御史大夫，为副丞相，位列三公，提

高了监察机关的地位和职权。为防范

六国的残余势力，监察制度建设的重

点在郡。郡设监察官郡御史，《秦

简·语书》 所载：“举劾不从令者，

致以律”“独多犯令，而令丞弗得

者，以令丞闻”，便是郡御史的工作

对象与职权范围。

汉朝的监察系统呈现出多元化的

趋势，除中央御史台外，丞相史、司

隶校尉分别执掌监察权，既分体运

行，又互相交叉，三公九卿、皇室外

戚、京师百官、地方长吏乃至监察官

本身，都被置于监察网络之中，受到

来自一种或多种监察组织的监督，对

于贯通政令，整饬吏治，廓清风气，

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汉代继承了秦以监郡为监察重点

的传统，从而推动了地方监察法的发

展。早在惠帝三年，“相国奏遣御史

监三辅不法事：词讼、盗贼、铸伪

钱、狱不直、徭赋不平、吏不廉、吏

苛刻、逾侈及弩力十石以上、作非所

当服，凡九条”。九条概括了行政、

司法、治安、财经、吏治等基本方

面，其适用范围虽然只是三辅郡特

区，内容也比较粗疏，但却是朝廷授

权监御史监察地方官吏的法律依据，

是最初的监察法规。

汉武帝即位以后，锐意推行强干

弱枝的政策，改革监察制度，武帝元

封五年划分全国为十三州部，各设刺

史一人作为皇帝派往地方的监察官，

并在 《监御史九条》 的基础上制定

《刺 史 六 条》（又 称 《刺 史 六 条 问

事》）。据 《汉书·百官公卿表》 记

载，“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

掌奉诏条察州”。此“诏条”即 《刺

史六条》，其条文见颜师古注引蔡质

《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一条，强宗

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

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

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

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

案，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

赏，烦扰刻薄，剥截黎元，为百姓所

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

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

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

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

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今。”《刺

史六条》 是通行全国的地方性监察法

规，以监督地方两千石高官和豪强势

力为对象，发挥了强化中央集权的

作用。

战 国 秦 汉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奠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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獬豸：公正的象征，能辨是非曲直，能识善恶忠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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